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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儿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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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的

 

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儿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。方法
 

采用症状自评量表(SCL-90)及生活事件冲击量表

(IES-R)对131名 儿 科 护 士 进 行 心 理 状 况 调 查。结果
 

131名 儿 科 护 士SCL-90得 分115.45±37.01,有 心 理 困 扰30人(占

22.9%),其中6人(4.6%)存在中重度心理问题。不同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工作年限、是否在发热一线工作、既往身体健康状况、家

人中有疑似或确诊病例、暴露史的护士SCL-90得分比较,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P<0.05,P<0.01)。生活事件冲击量表结果显

示,49.6%的儿科护士生活受到影响,其中15.3%受到中度以上影响,可疑应激性创伤障碍检出率为32.8%。儿科护士SCL-90
得分与生活事件冲击量表的高唤醒症状、回避症状、侵袭性症状,以及回避症状+侵袭症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(均P<0.01)。结

论
 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儿科护士的身心产生影响,应重视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,给予心理疏导和相应支持,尤其对救治一

线、存在暴露史、既往身体健康较差的护士给予重点关注。
关键词:新型冠状病毒肺炎; 疫情期间; 护士; 儿科; 心理健康; 症状自评量表; 生活事件; 调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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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下称新冠肺炎)被纳入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乙类传染病,按甲

类传染病管理[1]。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

和密切接触传播,医护人员作为新冠肺炎患者、隐性

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,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危人

群[2]。我院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,儿科医护人员在

工作中亦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。为了解我院儿科护

理人员面对此次疫情的心理状况,对儿科护士的心理

状况及事件影响程度进行问卷调查,报告如下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于2020年2月13~15日,便利抽取我

院儿科护士作为调查对象。纳入标准:持有护士执业

证书,自愿参加本研究。排除标准:休产假、病假或不

在武汉。完成调查131人,均为女性;年龄21~51
(29.22±6.48)岁。受教育程度:大专/本科125人,
硕士以上6人。工作年限:<2年28人,2~年44人,

6~年36人,>10年23人。已婚67人,未婚64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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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一线防疫工作56人。既往身体状况良好114
人,身体状况一般17人;家中有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

患者4人。
1.2 方法

1.2.1 调查工具

1.2.1.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,内容包括性

别、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受教育程度、工作年限、是否一线

防疫工作人员、是否处于隔离状态、既往身体状况,自
己所在病区、家人、亲戚中或熟人中是否有疑似或确

诊病例、暴露史、是否疑似或确诊感染等。
1.2.1.2 症状自评量表(SCL-90) 该量表共包含

90个项目,分为躯体化、强迫症状、人际关系敏感、抑
郁、焦虑、敌对、恐怖、偏执、精神病症及其他10个因

子,每项进行1~5级评分,计算各因子分,得分越高

说明其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。筛选阳性检出

标准为:①总分超过160分;②阳性项目数超过43
项;③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;评分越高表示患者不良

心理情绪越严重,若因子分≥3分,表明该项症状已

达中等及以上严重程度[3]。
1.2.1.3 生活事件冲击量表(IES-R) 该量表用于

评估创伤后应激反应。量表分为高唤醒症状(6个条

目)、回避症状(8个条目)、侵袭性症状(8个条目)3
个分量表共22个条目,采用5级评分法,一点没有0、
很少出现1、有时出现2、常常出现3、总是出现4。回

避症状+侵袭症状总分0~8分为亚临床状态,9~25
分为轻度影响,26~43分为中度影响,44分以上为重

度影响[3]。得分越高,表明应激强度越大。该问卷具

有良好的信效度,分半信度为0.93,Cronbach's
 

α系

数为0.89[4]。以IES-R总分≥20分判定为可疑创伤

后应激障碍(PTSD)[5-7]。
1.2.2 资料收集方法 在问卷星里制作调查问卷,征
得儿科各临床科室管理人员同意后,由各科管理者向

科内群发放问卷链接,护士自愿且独立完成。共回收

133份网络问卷,剔除无效问卷2份(量表部分勾选答

案相同),有效问卷131份,有效回收率为98.50%。
1.2.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.0软件进行数据

统计与分析。行描述性分析、t 检验、方差分析及

Pearson相关分析,检验水准α=0.05。
2 结果

2.1 儿科护士SCL-90得分及心理问题阳性检查率

 儿科护士SCL-90总分90~281(115.45±37.01)
分。心理困扰的护士30人,占22.9%,其中6人

(4.6%)存在中重度心理问题。各因子得分及阳性

(因子分>2分)检出率,见表1。
2.2 儿科护士SCL-90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以SCL-
90得分为因变量,以儿科护士一般资料为自变量,进
行单因素分析,SCL-90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

目,见表2。
2.3 生活事件对儿科护士的影响程度 儿科护士生

活事件冲击量表总分0~72(15.25±5.72)分,高唤醒

症状得分0~16(3.30±1.14)分,回避症状得分0~30
(5.78±2.21)分,侵袭性症状得分0~27(6.18±3.21)
分,回避症状+侵袭症状得分0~57(11.95±4.95)分。
亚临床症状66人(50.4%),轻度影响45人(34.4%),
中度影响19人(14.5%),重度影响1人(0.8%)。共检

出可疑PTSD
 

43人,检出率为32.8%。
表1 儿科护士SCL-90各因子得分及

阳性检出率(n=131)

因子
得分

(x±s)
阳性[人(%)]

躯体化 1.30±0.47 14(10.7)
强迫症状 1.40±0.58 21(16.0)
人际关系敏感 1.25±0.45 15(11.5)
抑郁 1.32±0.49 14(10.7)
焦虑 1.31±0.47 10(7.6) 
敌对 1.21±0.36 9(6.9)
恐怖 1.27±0.43 13(9.9) 
偏执 1.16±0.31 6(4.6)
精神病症 1.17±0.34 7(5.3)

表2 不同特征儿科护士SCL-90得分的单因素分析

项目 人数
SCL-90得分

(x±s)
t/F P

年龄(岁)

 21~ 38 103.08±25.22 13.106 0.001
 26~ 75 115.39±34.50
 36~51 18 141.83±53.21
婚姻状况

 已婚 67 125.37±44.61 3.297 0.001
 未婚 64 105.06±22.96
工作年限(年)

 0~ 28 103.79±27.43 17.336 0.001
 2~ 44 106.11±31.12
 6~ 36 121.44±32.25
 11~30 23 138.13±51.75
是否一线防疫工作人员

 是 56 123.63±40.40 2.156 0.033
 否 75 109.35±33.24
既往身体状况

 良好 114 110.18±30.91-3.063 0.007
 一般 17 150.82±53.41
家人中有疑似或确诊

 是 4 157.00±51.74 2.318 0.022
 否 127 114.14±39.96
暴露史

 是 39 124.31±42.10 20.968 0.000
 否 19 93.32±6.13
 不确定 73 116.48±36.82

2.4 儿科护士SCL-90得分与生活事件影响得分相关

性 儿科护士SCL-90得分与生活事件冲击量表的高

唤醒症状、回避症状、侵袭性症状,以及回避症状+侵

袭症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(r=0.808、0.677、0.752、
0.742,均P<0.0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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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讨论

3.1 疫情期间儿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

素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给护理人

员造成较大的身心影响。本研究结果显示,在新型冠

状病毒疫情期间,22.9%儿科护士存在心理困扰,
4.6%存在中重度心理问题,其中出现症状排在前3
位的是强迫症状、人际关系敏感、抑郁及躯体化。究

其原因,强迫症状问题凸显可能与职业特性及传染病

疫情的暴发有关,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对待各种细

节,都会强迫自己去反复检查确认,以确保医患安全。
而传染病高度传染性的特点迫使护理人员谨小慎微,
避免感染。人际关系敏感、躯体化及抑郁问题则可能

是护理人员面临高负荷的工作环境、职业压力和封闭

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。相关研究显示,临床护士

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,产生心理应激反应,存在恐

怖、焦虑等多种不良情绪反应[8-9]。提示在抗击疫情

的同时,护理管理者应合理配置人力资源,保证护理

人员拥有合理的休息时间,给予人文关怀,积极传播

正能量,做好生活保障,关注护理人员心理问题,提供

心理热线,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寻求帮助及各方支持,
纾解不良心理。

儿科护士心理健康受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工作年限、
是否一线防疫工作人员、既往身体状况、家人中有疑

似或确诊、暴露史的影响。年龄超过35岁、已婚、工
作年限超过6年的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,
3个因素间具有一致性,鉴于疫情的严峻形势及家庭

聚集现象,已婚的护士担心暴露在最危险的一线,自
己携带或感染后会带给家人感染风险。工作年限长

的护士对传染病的认识较工作时间短的护士认识更

深刻,会更加担忧感染的后果,对疫情的形势的预期

持不乐观的态度,且工作时限长的护士会更加担忧自

身的身体素质难以抵抗病毒的入侵。既往身体状况

差的护士抵抗力差,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更大。研究亦

发现,有暴露史、家人中有疑似或确诊的护士心理健

康状况评分明显升高。在发热一线工作的护士的心

理健康问题突出。提示护理管理者对于防控一线人

员、身体健康状况差、存在暴露史、有家庭成员疑似或

确诊的护士给予重点关注,对于特殊情况,要求严格

隔离防护,可给予一对一的心理辅导。
3.2 疫情对儿科护士的生活冲击 本研究结果显

示,32.8%的儿科护士出现可疑PTSD症状。此次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儿科护士的可疑PTSD检出率高

于SARS期间一线医务人员25.8%的检出率,生活

事件冲击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亦高于SARS期间

一线医务人员[10]。可能与此次疫情传染性更强、感
染人数更多,影响更大有关。
SCL-90得分与生活事件冲击各维度得分均呈正

相关(均P<0.01)。高宏生等[11]对SARS患者的心

理症状的影响因素路径分析发现,生活事件直接对心

理症状产生较大作用。疫情对儿科护士的身心影响

主要表现在担心被感染、工作压力巨大、疫情本身造

成的全社会响应的紧张状态、隔离封闭状态、衣食住

行生活受限、信息众多导致的焦虑等。作为创伤应激

源,疫情会导致心理障碍和PTSD的发生,应引起足

够的重视。因此,管理者需持续关注临床护士的心理

问题、生活困扰,临床护士也需对自己的情绪变化、心
理感受有足够的认知,认识到并理解在重大创伤事件

中,产生不良情绪反应是正常的现象,可以感受并接

纳这种变化,通过自我调节或寻求外在帮助,保持身

心健康,以乐观稳定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。
4 小结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儿科护理人员的身心产

生较大影响,尤其防控一线人员、身体健康状况差、存在

暴露史、有家庭成员疑似或确诊的儿科护士。在疫情防

治期间,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,给予及

时的心理疏导和多方支持,同时对救治一线、存在暴露

史、既往身体健康较差的护理人员给予重点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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